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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文献的衍生和通俗化
———以近古时代的传刻为中心

顾 永 新
( 北京大学 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摘 要: 近古时代，经学文献在流传和刊刻过程中，不断衍生出新的不同类型、不同级次的文献，并表现

出民间化、通俗化的倾向。通过对相关著录及见存版本实物的考察，可知经学文献的变异和衍生无不是在传

刻过程中通过内容重编、体式改造来实现的，这在“正经注疏”和“五经四书”两个主干系统中表现得尤为明

显、充分，而直接的驱动力就是科举考试的推广和雕版印刷的发达。同时，近古经学文献还表现出多元化、多

样化的倾向，两大主干系统之外，仍然有其他系统或其他载体的存在。而中日两国经学文献的流播，也是经学

文献衍生的一个真实侧面和特殊形态，反映了文献流传的双向轨迹和学术思想的交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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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正经正注”语出清张之洞《书目答问》，为其书经部第一部类的类目名称。原注:“此为诵读定本，程试功令，说

经根柢。注疏本与明监本五经，功令并重。”张氏所谓“正经正注”，兼指明清通行本“十三经注疏”和朱熹等宋

元人新注“五经四书”，二者均为元、明、清科举程式所指定的。本文对“正经”的界定和使用有所不同。我们认

为，狭义的“正经注疏”专指传统的“十三经注疏”经、注、疏，宋元以降“五经四书”及其相关著作并不从属在内。

这是因为，在近古经学史上，朱学系统的“五经”新注和《四书章句集注》系列著作的通行程度、使用范围及其深

远影响，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传统“十三经注疏”的范畴，尽管其最初的源头依然是注疏，但确实已经形成了一个

相对独立的系统。所以，我们所使用的“正经注疏”范畴只是借用了张之洞原概念外延的一部分。

在中国文化史上，近古( 宋、元、明、清) 是一个

文化转型的时代。由于城市的发展，市井文化的漫

延，尤其是科举制度的推广，雕版印刷的广泛使用，

文学、学术、宗教、艺术等，均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

民间化、世俗化、多元化的倾向。经学作为传统学

术的核心和根基，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形式，

其直接的载体———经学文献也是如此，在流传和刊

行过程中，由官方走向民间，由单一走向多元，由高

雅走向通俗，不断衍生出新的不同类型、不同级次

的文献，数量更大，受众面更广，普及程度更高，商

业运作更多; 与之相适应，内容和形式不断地调试，

以期满足多层次、多用途的受众需求。

经学文献的主体是儒家经典的原典以及以之

为核心的历代编纂、注释、校勘、考据等整理、研究

成果。“十三经”的原典在先秦、秦汉时期俱已成

书，并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文本; 汉、魏、晋直至隋唐

人为之作注，是对原典的注释; 南北朝义疏及唐、

宋“五经正义”、“七经疏义”，是对原典及其特定

古注的再注释。宋元刊行的诸经注疏合刻本，以

及明清汇刻的“十三经注疏”就是这些经、注、疏
( 多附载《经典释文》) 的结集，我们姑且称之为正

经注疏①。这是一个垂直的、自足的系统，是经学

文献的核心。随着经学史上拨弃章句注疏之学、

倡导义理之学的经学转型期的结束，“五经四书”

的宋元人新注不断涌现，尤以朱熹及其学派的相

关著作影响最大，南宋后期至元代既成主流，进入

明代成为独尊的通行本。近古时代，其传播范围

之广、通行程度之高，是正经注疏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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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系统内部的传承和发扬又使之形成新的垂直

系统，即朱子等对于原典的注释成为新的经典，其

弟子或后学为之再作注释，或称注 ( 传、释、解

等) ，或称疏( 疏义、纂疏等) ，并将这个系统内外

的各家说法加以汇编。当然，两个系统之间也有

交叉和融会，如元李廉《春秋诸传会通》就是由正

经系统《左传》注( 杜预《集解》) 、疏( 孔颖达《正

义》) 和宋人“五经”系统胡安国《春秋传》两个源

头衍生出来的。虽有所侧重，但更多地呈现出来

的是二者的交集。本文立足于上述两个相对独立

的系统，通过对各系统内部经学文献的传承、流

变、编纂、刊行的考察，透视出近古经学文献衍生

的脉络和规律，及其所表现出来的通俗化倾向。

这里，我们引进级次文献的概念，将两个系统

内部的经学文献再作划分，依次分为一次、二次、

三次、四次文献，以期对各系统内部经学文献有整

体的、全方位的而又历史的、有层次的认识，并进

而探求各级次文献之间衍生、孳乳的过程。

一、正经注疏的衍生与传刻

正经注疏系统的一次文献无疑就是《周易》、

《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

传》、《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尔

雅》、《孟子》等“十三经”的原典。一次文献本身

既已包含着丰富而复杂的语言文字、思想文化、历

史因革和学术传承信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

同人抄写或印行更形成了不同版本，从而增加了

其复杂性，削弱了其稳定性。这种版本异同的状

况在二、三、四次文献中同样也是存在的。二次文

献包括汉、魏、晋古注，间有隋唐旧注，是对一次文

献( 原典) 的注释，所谓“正注”包括《周易》魏王

弼、晋韩康伯注、《尚书》伪汉孔安国传、《毛诗》汉

毛亨传、郑玄笺、《周礼》郑玄注、《仪礼》郑玄注、

《礼记》郑玄注、《春秋左传》晋杜预集解、《公羊

传》汉何休解诂、《穀梁传》晋范宁集解、《论语》魏

何晏集解、《孝经》唐玄宗注、《尔雅》晋郭璞注、

《孟子》汉赵岐注等。当然，汉魏至隋唐的其他注

解，如《周易》汉魏的孟喜、京房、荀爽、马融、郑

玄、虞翻、王肃、干宝等注; 《尚书》汉代的伏胜、马

融、郑玄等注; 汉代今文三家《诗》传( 或分内、外

传) 、说、故; 《左传》汉代的贾逵、服虔等注; 《论

语》郑玄注; 《孝经》所谓的“孔传”和“郑注”等

等，理论上也属于二次文献; 但由于政治、学术或

地域、学派等方面的缘故未能成为“正注”，所以

不列入本文讨论的范畴。经传( 如《易经》和《易

传》、《春秋经》和三传) 原本各自单行，古注更是

独立于经传之外别行。不过，六朝以后行世者，只

有经注本而无单经本①。也就是说，六朝以后一、

二次文献已合为一体，正经因正注而得以传承有

绪，正注因正经而获得正统地位。三次文献即所

谓疏，是对原典及原典注释的再注释，大体可分为

两个阶次: 一是南北朝直至隋唐的义疏之作，今多

已亡佚，传世者有梁皇侃《论语义疏》; 二是前揭

正经正注的“疏”，包括唐孔颖达主持编纂的“五

经正义”( 《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

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 和贾公彦
《周礼疏》、《仪礼疏》、徐彦《春秋公羊传疏》、②杨

士勋《春秋穀梁传疏》，以及宋邢昺等编纂的《论

语疏》、《孝经疏》、《尔雅疏》( 唐人贾、徐、杨所撰

四疏连同宋人新修三疏，北宋时由国子监校定刊

行，称之为“七经疏义”) 和旧题北宋孙奭所作《孟

子疏》。实际上，唐宋人所作的疏( 正义) 是在前

人义疏的基础上完成的( 如邢昺《论语疏》“大抵

翦皇氏( 《义疏》) 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③) ，基

①

②

③

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2003 年版，第三册，第 525

页。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六经部二十六春秋类一《春秋公羊传注疏》提要从南宋董逌《广川藏书志》说，以
为徐彦当在唐贞元、长庆以后(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浙江杭州刻本 1964 年版，第 211 页) 。现在一般认为徐彦是
北朝人。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五经部三十五四书类一《论语正义》提要，第 2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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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涵盖了其主体内容( 个别的疏直接以前人旧

疏为蓝本，如唐元行冲为玄宗《孝经注》作疏，而

邢昺疏所依据的正是《元疏》) 。疏( 正义) 原本单

行( 单疏本) ，直到南宋才出现注疏合刻本，经、

注、疏合刻，至此一、二、三次文献合而为一。当

然，这并不排除同时及其后并行的单经 ( 白文)

本、经注本、单疏本等其他类型正经刻本的存在。

从时代上划分，正经注疏的一次文献均产生

于先秦、秦汉，二次文献主要是汉、魏、晋古注，及

个别隋唐旧注，三次文献则是南北朝直至唐宋由

一、二次文献衍生出来的。二次、三次文献之外，

唐宋以降正经的其他注释( 之所以没有把这部分

注释列入二次文献，是因为这些经注多系参酌汉

魏古注和唐宋疏义之作，并非单纯地植根于原典

的原始文本) 以及历代以序跋、札记、评点、校记、

解题等其他形式出现的相关研究论著，连同经学

文献的整理成果，如历代公私目录和史志目录中

的相关著录、经学文献专科目录、各种经书选本、

节本、经学丛书、各种相关著作中保存下来的校勘

和训诂资料等，则是四次文献。就四部分类目录

的经部类目而言，群经总义类( 如郑玄《驳五经异

义》、陆德明《经典释文》) 著作基本上都属于四次

文献。乐类是比较特殊的，无一次文献，《汉书·

艺文志》所著录的《乐记》等篇可视为二次文献，

而以下诸书多为四次文献，如宋陈旸《乐书》、蔡

元定《律吕新书》等。礼类除了《周礼》、《仪礼》、

《礼记》三礼之属，还有三礼总义( 如宋聂崇义《三

礼图集注》) 、通礼( 如朱子《仪礼经传通解》) 、杂

礼书( 如宋陈祥道《礼书》) 之属，大体上也都是四

次文献。总之，四次文献是由一、二、三次文献衍

生出来的整理、研究著作。

雕版印刷儒家经典始于五代，最先刊行的是

一、二次文献的结合体———经注本，自后唐长兴三

年( 932 ) 至后周广顺三年( 953 ) ，前后历经四朝二

十余年校刊完成。北宋前期继续沿用，到了中期，

版片多残损、漫漶，于是景德二年( 1005 ) 至天禧

五年( 1021 ) 间国子监相继重刊诸经经注本①。靖

康之乱，不仅北宋监本悉数被运往燕京，连同书版

也为金人掳掠以北去，损失殆尽②。南宋国子监

又据北宋监本翻刻，实际上是江南各州郡刊刻、再

将版片送往国子监的③。两宋监本书版允许吏民

刷印，并颁行地方，准予翻刻，进一步促进了经书

的推广和流通，也使得经书刊刻统一在监本系统

之内，进而出现了众多的官刻本和坊刻本。南宋

官刻经注本以抚州公使库和兴国军学刻本最称善

本，刊刻群经的同时并刻陆德明《经典释文》，各

经音义依经别行，配套出现。附刻《释文》的形式

固然可以及时查对音义，但翻检仍嫌不便，于是南

宋初坊间开始出现了经注附《释文》本，将各经
《释文》打散，依次分别插入相应的被释经、注文

之下，省却翻检之劳，颇为便利。经注附《释文》

本是由单纯的经注本附刻《释文》衍生出来的，所

附《释文》经过不断的增删、改易( 先后有兴国于

氏、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和廖莹中世綵堂等刊本) ，

便于阅读，迎合了当时学校教育、科举考试及经术

研修的多重需求。也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南宋中

期至宋末又从经注附《释文》本中衍生出一种纂

图互注重言重意本，其书由建阳书坊刊行，名目繁

多，如纂图互注、重言重意、互注点校及监本、京

本、婺本等，不过是吸引读者眼球，内容上并无实

质性的差异，往往陈陈相因，辗转相承。经、注文

多施以句读或发字( 唐宋标注四声的方法，以圆

圈或墨点分注字的不同位置以示四声) ，本文之

前插配图画或图表( 天文地理、器物服饰、传授统

绪、知识体系等等) 称作“纂图”，“曰重言者，本经

相同之句; 曰重意者，句似而意同之文; 曰互注者，

①

②

③

王应麟:《玉海》，第二册，卷四三“景德群书漆板刊正四经”，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光绪中浙江书局刊
本 1987 年版，第 814 页。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册，卷九八靖康中帙七十三“诸录杂记”引赵鸿胪子砥《燕云录》，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 1987 年版，第 723 页。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毛义甫居正六经正误序》，《四部丛刊》影印嘉业堂旧藏宋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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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经所引之语”①。各书体式不一，或具其一二，

或兼具多项。

早在重刊经注本之前，北宋国子监从端拱元

年( 988 ) 到景德二年( 1005 ) 十几年间，已先行校

定、刊行“五经正义”和“七经疏义”，即“九经三

传”单疏本。南宋国子监又据北宋监本翻刻，今

存单疏本均为南宋刻本 ( 或后世覆刻本、影抄

本) 。五代、北宋经注本和单疏本先后刊行，一直

各自别行，宋朝南渡以前并无“注疏”之名。经注

本兼有经、注文，而单疏本不具经注，两本对照阅

读，翻检犹嫌不便，这才产生了经注和单疏萃于一

书的构想。南宋前期，两浙东路茶盐司和绍兴府

先后刊行群经经、注、疏合刻本，亦即《九经三传

沿革例》所谓“越中旧本注疏”，通称八行本，当时

至少刊刻了《周易》、《周礼》、《尚书》、《礼记》、

《毛诗》、《左传》、《论语》、《孟子》等八种。南宋

后期，建阳地区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注疏合刻本，于

经、注、疏之外加入《释文》，今传建安刘叔刚( 桂

轩) 一经堂刻本《附释音毛诗注疏》、《附释音春秋

左传注疏》及《附释音礼记注疏》( 和珅覆刻本) ，

此外当有若干种，刻者或非一家，或全部出于一经

堂。这就是所谓宋刊十行本注疏，《九经三传沿

革例》称作“建本有音释注疏”。清人所谓十行本

并非宋本，实为元大德至泰定间刊刻、明正德中修

补本，其版历元明两朝迭经修补，或称南监本( 据

今人研究，书版一直存在福建，实际上并未在南京

国子监印行) 。明嘉靖中，闽中御史李元阳、提学

佥事江以达校刊诸经注疏，以元刻十行本为底本，

这是全部“十三经注疏”汇刻的第一次。万历中，

北京国子监据李元阳本重刻，是为北监本。崇祯

中，毛氏汲古阁又据北监本重刻，是为汲古阁本。

清乾隆初年，武英殿据北监本重刻，加以句读，并

附考证，是为殿本。嘉庆二十年( 1815 ) ，在阮元

主持之下，南昌府学据十行本十一经并黄丕烈所

藏《仪礼》、《尔雅》单疏本重刊，又附刻各经《校勘

记》于卷末，题曰《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

总之，正经注疏一、二、三次文献的多重衍生

都是在版本刊刻过程中通过内容重编、体式改造

来实现的。经注本是六朝以后正经最通行、最基

本的文本形态，五代、北宋均为单纯的经注本，进

入南宋，先后衍生出附刻《释文》的经注本、经注

附《释文》本、纂图互注本等版本类型。单疏本于

北宋刊行之后，原本与经注本各自别行，南宋初始

与经注本合刻，衍生出八行注疏合刻本。南宋后

期，单疏本又与经注附《释文》本合刻，衍生出十

行注疏合刻本，元代重新翻刻，明正德中修补，并

依次衍生出嘉靖李元阳本、万历北监本、崇祯汲古

阁本等，清乾隆武英殿本出自北监本，嘉庆阮元校

刻本则直接出自元刻十行本。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上述诸本之间的相互关

系和衍生路径并不具有普遍性、特定性，也就是

说，并不是全部十三经都适合这一路径。如《孟

子》疏为两宋之际人伪作，故无单疏本之刻; 《仪

礼》在明嘉靖之前仅有经注本( 无经注附《释文》

本) 和单疏本，并无注疏合刻本; 《尔雅》、《孝经》

注疏合刻始于元代; 第二，就八行本和十行本的关

系而言，《论语》、《孟子》二经的十行本直接出自

八行本，并不是由经注附《释文》本和单疏本重构

而成的，而它经则不具有这种直接的承继关系。

第三，就《论语》而言，经注本和注疏合刻本所附

《释文》并无关联，分别源出《经典释文》，这可以

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上述十行本构成的结论。第

四，宋元之际正经注疏的刻本数量众多，系统复

杂，传世的个别版本仅为其中的片段或局部，所构

拟系统必有缺环，不足以完全代表当时的实际

状况。

二、“五经四书”的衍生和通俗化

随着汉唐章句注疏之学逐步趋向繁琐化和自

我封闭，经学自身的发展走进了死胡同。唐大历

以后，“自名其学”的经学家不断涌现，尤其是啖

① 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经部二宋刊本《婺本点校重言重意互注尚书》十三卷解题，光绪中常熟瞿氏
家塾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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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赵匡、陆淳等的《春秋》学派以经驳传，断以己

意，昭示着经学史上转型期的开始。北宋时期，不

惑传注、自出新意逐渐形成风气，并在庆历以后演

变成疑古惑经的学术思潮。欧阳修、刘敞、苏氏父

子、王安石等往往摒弃章句注疏之学，以新意解

经; 又有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为心性之学，理学蔚

然兴起，至南宋朱熹集大成。在这样的学术背景

之下，五经又有了新注，成为程朱理学思想的载

体: 宋胡安国《春秋传》、朱熹《周易本义》、《诗集

传》、蔡沈《书集传》以及元陈澔《礼记集说》。另

外，朱熹又在韩愈、李翱推崇《孟子》、重视《大

学》、《中庸》以及二程“表章《大学》、《中庸》二

篇，与《语》、《孟》并行”①的基础之上，撰成《四书

章句集注》，将《论语》、《孟子》与《礼记》中的《大

学》、《中庸》两篇配合起来，集中进行注释和阐

发，于是有《四书》之名。其中，《大学章句》一卷，

《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中庸章

句》一卷。

元人虞集论当时朱学系统诸书的社会影响以

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曰:

群经、《四书》之说，自朱子折衷论定，学者传

之。我国家尊信其学，而讲诵授受，必以是为则，而

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书之所行，教之所行也; 教之

所行，道之所行也。②

这样，独立于正经注疏之外、秉承程朱理学思想的
“五经四书”系统已经形成。我们仍然采用划分

级次文献的方法来剖析这个系统。“五经四书”

本文无疑就是一次文献，前揭朱熹等的新注则可

以视作二次文献。三次文献是宋元人为新注再作

的注释，犹如唐宋人为汉魏古注所作的疏 ( 正

义) ，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羽翼、发明或辨

证、去取朱熹等新注，一是纂集宋元及前代诸家经

说，彼此互证，转相发明。不管哪一种类型，都把

新注奉为圭臬，或径称疏，以孔( 颖达) 、贾( 公彦)

为标榜，如疏解注，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其他相

关的整理、研究成果则可纳入四次文献的范畴。

明永乐中颁行的《四书大全》和《五经大全》

实际上株守甚至攘取三次文献各书，③从中衍生

而来。《四书大全》即全以倪士毅《四书辑释》为

蓝本，“稍加点窜”，④编订而成。《周易传义大

全》取诸天台董楷《周易传义附录》、鄱阳董真卿

《周易会通》和双湖胡一桂《周易本义附录纂疏》、

云峰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⑤。《书经大全》大

旨本陈栎《尚书集传纂疏》和陈师凯《书蔡传旁

通》⑥。依顾、朱二氏所言，《诗传大全》实出自元

刘瑾《诗传通释》; 《春秋大全》取材于汪克宽《春

秋胡氏传附录纂疏》。比较特殊的是《礼记大

全》，“就陈氏( 澔) 《集说》而增益之”⑦。这是因

为元代及明初科举程式《礼记》均主注疏，永乐以

后才废注疏不用，止用《集说》。《大全》攘窃成

书，为后人所诟病; 但取材对象多为相关著述中学

术价值较高者，或义理明备，或采择精审，亦不可

完全否定。

总之，从朱学系统新注中衍生出来的三次文

献( 出以疏义、纂传、纂注、纂疏等名目) ，明初又

成为《四书、五经大全》的取材对象，或沿用其例，

或攘取成文。而《大全》一出，成为官方指定的标

准文本，悬为令甲，直接影响到有明一代的经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脱脱等:《宋史》，第三十六册，卷四二七“道学传序”，北京: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2710 页。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六《考亭书院重建文公祠堂记》，《四部丛刊》影印明景泰翻元小字本。

参见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四书五经大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道光十四年黄氏西谿草庐刻黄汝
成《集释》本 1985 年版，第 1385—1388 页) 、朱彝尊《经义考》卷四九《周易传义大全》二十四卷、又《义例》一卷
按语(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林庆彰先生等编著《点校补正》本 1997 年版，第二册，第
341—343 页) 。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经部三十六四书类二是书提要，第 301 页。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经部五易类五是书提要，第 28 页。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经部十二书类二是书提要，第 99 页。
《经义考》，卷一四四《礼记大全》三十卷转引陆元辅语，第四册，第 866—8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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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汉唐注疏废止不用，即便是其所从出的宋元

疏义亦多湮没无闻。

“五经四书”系统的经学文献既以程朱理学

为绝对的指导思想，又以科举考试的推广和雕版

印刷的发达为双驱动，在近古社会逐渐压倒传统

的正经注疏，最终成为主流的标准文本，呈现出多

重衍生和通俗化的态势。

科举的演进，科举文体的程式化，实质上从内

容到形式对士人思想的桎梏都是越来越严，从而

对经学文献衍生的路径也产生了影响。元太宗九

年( 1237 ) ，因耶律楚材等之请，一度开科取士，①

但此后中断了七十多年。直至仁宗皇庆二年
( 1313 ) 十一月，才正式颁布科举程式，次年( 延

祐元年) 正式开科取士。按照这一程式，分榜而

试，其中汉人、南人:

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

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

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

《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

氏、朱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

《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

上，不拘格律。②

明初实行科举，亦以“五经四书”试士。至洪武十

七年( 1384 ) 颁布科举定式:

《四书》主朱子《集注》; 《易》主《程传》、朱子

《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 《诗》主朱子

《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及

胡安国、张洽《传》; 《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

《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

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澔《集说》。③

明初科举程式大体沿袭元代，虽以朱学系统新注

为主，但兼用注疏; 而永乐以后废注疏不用，止用

《大全》。职此之故，元人虽宗尚朱子学，但尚有

汉唐注疏之学的根柢，“当时经义，犹不尽废旧

说，故应试者得兼用之，此元代经学所以终胜明代

也”④; 明人则唯《大全》是务，正经注疏束之高

阁，“于是明代士子为制义以应科目者，无不诵习
《大全》，而诸家之说尽废”⑤。

随着科举的日益平民化和科举文体的不断程

式化，服务于科举考试的辅导资料应运而生，以其

简便有效、切于实用而流行开来。正是因为体式

和内容的程式化和封闭性桎梏了士人的自由发挥

和主观思考，使得这些类似于射策、猜谜的参考书

瞄准科举程式，对士人应考产生了立竿见影、行之

有效的辅助作用，无疑是一条通往仕途的终南捷

径，所以一时大受追捧，泛滥开来。旺盛的需求和

巨大的市场前景，对于编撰者和书坊来说都是有

利可图的，于是形成了编撰、刊行、销售等各个环

节联动的完整利益链，又使得受众进一步增多，影

响进一步放大。这一类书在宋代既已出现，当时

已有梓刻; 伴随着元代重开科举，又成为坊刻本的

重镇，发行数量之大，流行区域之广，使用之普遍

远远超出宋代。根据相关书目著录及传世版本，

可知这类文献大体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科举程文

选编，将科举考试中选的文章结集; 一是经义作法

指南，又可细分为经义和经疑两小类。宋元程文

选编和经义之作入明多已亡佚，明人尚有编刊元

代程文者，清代坊贾则多刊行明代时文。

“五经四书”系统多重衍生并渐趋通俗化的

另一个驱动力来自书坊。有关科举考试的经学文

献备受坊贾青睐，当然是由于其切于世用和经济

效益。这也就促使书坊不断地推陈出新，本着通

俗化、实用性的原则，促生“五经四书”的各种变

体。如诸经的音释类著作( 即对经文、注文施以

注音和释义) 在元明时期颇为流行，犹如《经典释

文》为群经经、注文注音释义一样。朱学系统新

①
②
③
④
⑤

宋濂等:《元史》，第七册，卷八一“选举志一”，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2017 页。
《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第七册，第 2019 页。

张廷玉等:《明史》，第六册，卷七○“选举志二”，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694 页。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经部十二书类二附录《书义矜式》提要，第 106 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四书大全》书前乾隆四十一年( 1776) 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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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成为新的经典之后，也相应地产生了音释的现

实需求，音释本渐次衍生出来。其中流传最广、影

响最大的是《书集传》、《诗集传》音释本。又如出

于乡塾童蒙学习儒家经典尤其是士子科举考试的

需要，通俗浅近的旁注( 或作傍训) 类、句解类经

学文献出现于宋元之际，元、明两代盛行，或依经

直解，旁注窄行; 或随文分句，句各有释，明显地趋

向于通俗化。旁注本经文大字书于正行，以训释

字义者细书于旁简，有署名罗祖禹、李恕、朱升等

的“五经四书”旁注之作。各家取材大体一致，互

有因袭，编纂旨意不同，内容略有差异。句解本多

为“直音傍训句解”三种注释体式的集合体，经过

变异、整合而成，兼释音义，串讲文意。《周易》、

《尚书》、《毛诗》、《周礼》、《礼记》、《左传》、《论

语》、《孟子》等经均有句解本，编著较多、影响较

大的作者有林尧叟、朱祖义、李公凯和朱申。由于

发行量大，流通广泛，同一著作往往有同一作者、

不同书坊刊行，或不同作者、同一书坊刊行的不同

版本。

近古时代，《四书》在民间的影响力和受众面

远远大于“五经”。元代最为通行的两部《四书》学

著作是程复心《四书章图纂释》和倪士毅《四书辑

释》。二书先后于后至元三年( 1337 ) 和至正二年
( 1342) 分别由建安德新堂和日新堂刊行。明初，坊

间又先后出现了王元善《四书辑释通考》以及二书

合编本( 附载王元善《通考》) 。两部名著合编，固

然有书坊出于牟利的考虑，但确实也为读者阅读提

供了便利。宣德、正统间，王逢、刘剡又加以改窜、

重编，变换体式，改易名目，编成《四书通义》，正统

五年( 1440) 由进德书堂刊行。各种合编本渐次通

行，单行本反而流传不广。《四书辑释》和《四书章

图纂释》元明两代分合、孳乳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近

古经学文献衍生路径的缩影，折射出经学、科举和

书坊三者之间多重的互动关系。

三、其他系统或载体的经学文献

由于经学的全面发展和雕版印刷的广泛应

用，近古经学文献空前繁荣，趋向通俗化的同时，

还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的倾向。除了正经注疏

和“五经四书”两大主干系统之外，仍然有其他系

统( 或者称之为系列，究其渊源虽不出上述两个

系统，但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范围之内具

有比较深远而且持久的影响) 的存在。例如，王

安石熙宁变法，改革科举制度，王氏新学系列著作

行于场屋几十年，虽中间不无反弹、摇摆，但还是

直接影响到北宋后期直至南宋的学校教育和科举

取士制度。北宋龚原、耿南仲分别著有《周易新

讲义》，先后作为三舍法实施期间的学舍讲义，与

王安石《易义》是一脉相承的。

近古进入刻本时代，书籍的主流形制无疑就

是刻本，而抄本作为书籍流传的重要方式依然不

绝如缕。除了这些纸质载体之外，以儒家经典为

题材镌刻的石经是另一种重要的载体，也是经学

文献衍生的另一个面向。之所以镌刻入石，就是

取其奉为标准、传之久远之义，因此也就顺理成章

地成为官方定本，无论是象征意义上的还是现实

社会对于标准文本的需求。近古最重要的两部石

经是五代后蜀广政石经和北宋嘉祐石经。蜀石经

自广政元年( 938 ) 由其相毋昭裔捐俸始刊，终广

政二十八年间共刻《孝经》、《论语》、《尔雅》、《毛

诗》、《尚书》、《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左

氏传》( 截至十七卷，卷十八至三十书石在后蜀，

而镌成则已入宋) 十经。北宋皇祐中田况补刻
《公羊传》、《穀梁传》，①宣和中席贡补刻《孟

子》②。嘉祐石经传世拓本经数有九，周密亦有
“九经”之说，③但真正是北宋刊刻的仅有八经，

《孟子》是元初补刻的。关于其散佚及流向问题，

历来众说纷纭，所谓金人运往燕京的说法不足为

①
②

③

吕陶:《净德集》，卷一四《府学经史阁落成记》，四库本。

曾宏父:《石刻铺叙》，卷上“益郡石经”，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历代石经研究资料辑刊》第三册影印清抄本
2005 年版，第 320 页。

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汴梁杂事》称“九经石板，堆积如山”(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21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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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元世祖时曾加以修复，散亡殆始自元末之乱。

四、海外佚存经学文献的回传

中日两国古代经学文献的流播由来已久，近

古尤为频数，这也是经学文献衍生的一个真实侧

面和特殊形态，反映了文献流传的双向轨迹和学

术思想的交互影响。《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是日

本江户时代古学派学者山井鼎考文、物观补遗而

成的经书校勘著作，乾隆中回传，收入《四库全

书》，得到了诸多乾嘉学者的肯定，成为清代以降

经书校勘不可或缺的著作。前揭皇侃《论语义

疏》南宋后期亡佚，但在日本传承不绝，宽延三年
( 1750 ) 古学派学者根本逊志校订并刊行足利学

校所藏古抄本《皇疏》十卷，后又多次翻刻。乾隆

三十六年( 1771 ) ，武林汪鹏航海至日本，购回根

本氏刊本。翌年，浙江布政使王亶望进呈四库馆，

收入《四库全书》; 后鲍廷博又用王氏翻刻本的版

片印入《知不足斋丛书》。

事实上，作为中日经学文献传承的重镇，《孝

经》学文献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双向流播的历

史源远流长，其中占主流的当然是东传日本。根

据《日本书纪》的记载，七世纪初叶圣德太子《十

七条宪法》中即有《孝经》的内容，可见其书传入

日本由来已久。自日本回传，肇始于北宋，欧阳修
《日本刀歌》即有“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

尚存”的诗句，典出太平兴国九年( 984 ) 日本僧奝

然进献《孝经郑注》的史实①。在清代达到了高

峰，先后有《古文孝经》孔传、《今文孝经》郑注及

唐玄宗《御注孝经》的“开元始注”本回传，对当时

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经学文献东传日本，衍生出新的写本或刻本;

回传之后，通过覆刻或翻刻等方式又衍生出新的

版本。这个过程着实不同于近古一般经学文献衍

生的路径，具有特殊性和不确定性。

赞 论

近古既是历史学、语言学上的分期，同时也是

社会学、哲学上的分期，因为在这些领域，宋元明

清各代都表现出相对一致的特征和明显的承续关

系。文学适应市井社会的文化需求，实现了从宋

词到元曲再到明清小说脱雅入俗的切换; 宗教迎

合市民社群的精神需求而表现出民间化、世俗化

的倾向; 思想领域，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思辨哲

学———宋明理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学术领域，宋

学取代了汉学，占据主导地位，束书不观、游谈无

根的学风在明代漫延。在这种学术文化背景之

下，基于日益发达的雕版印刷在社会生活、学术文

化领域的普遍应用，受益于不断深入的跨地区乃

至跨国界的学术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往来，与文

学、宗教、思想、文化等领域日益显著的世俗化倾

向同步，经学文献由传统的单一形式不断地衍生

出更多、更新的类型，或立意简明，深入浅出; 或图

文并茂，取便初学; 或取法程式，经义指南，愈发呈

现出通俗化的特色。这固然是自觉地适应世俗化

社会的普遍要求，更直接的动因还是服务于科举

考试和学校教育。因为近古社会二者已经完全结

合在一起，教育制度与官僚制度对接，学校沦为科

举的附庸。帖括之学、兔园册子大行其道，同样适

用于二者，成为士人博取功名的利器。

在这个过程中，书坊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经学文献的最新衍生品类大都是由书坊率

先完成的，不断地推陈出新，以求适应更广大的受

众。当然，直接的目的还是扩大市场占有率，以实

现利益的最大化。由于近古书坊独特的运营模

式，使得它游走于学术和商业之间: 一方面，书坊

主广泛地接触学者，征询选题，在他周围形成了一

个比较稳定的学术团队，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学术

进步; 另一方面，书坊主最终的着眼点当然是射

利，所以他的出版计划还是以是否畅销为取舍标

准，在此前提之下的合理预期才是求得利润和学

术的最大平衡。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通俗化的倾向并未完全

① 《玉海》，卷一五四《朝贡·元丰日本贡方物》，第四册，第 28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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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噬或取代传统的经学研究，经学自有其演进的

内在规律性和连续性，即使是学风空疏的明代，依

然也有严谨求实的经学著作，这是传统经学史所

关注的，不在本文论列范围之内。

总之，近古经学文献伴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

的走向，不断地衍生、变异并渐次通俗化，表面上

看起来似乎只是文本的嬗变、体式的翻新，实际上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史、文化史和物质生活史

层面的动因，关涉着科举与经学、学术与出版( 尤

其是坊刻) 等多层次的复杂问题; 不仅是单纯的

文本形态的研究，由此可以进一步延伸到学术史

的研究，这对于中国经学史和古文献学史的研究

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Derivation and Popularity of Confucian Classic Documents
———Their Circulating and Block Printing from the

So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Gu Yongxin

( Center for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 Archive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From the So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Confucian classic documents continued to evolve into

new types of documents at different levels，showing a tendency of popularity in the course of circulating and

block printing． By observing the related writings of catalogue books，existing edition materials，we know that

the variation and deriv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 documents were accomplished by context re-editing and format

reconstructing in the course of circulating and block printing． This phenomenon was fully and evidently

manifested in the main systems of Thirteen Classics Explanatory Notes and The Five Classics and the Four

Books． Its direct driving force was the extens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the widespread use of block

printing． At the same time，Confucian classic documents from the So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also

showed the tendency of pluralism and diversity，with the existence of other systems and carriers． Furthermore，

the spreading and circulating of Confucian classic document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ere another actual

aspect and special form produced by Confucian classic documentation，which reflected the two-way circulating

trajectory of Confucian classic documents and the interactive influence of academic thought．

Key words: Confucian classic documents，circulating and block printing，derivation，pop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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